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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
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
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固定，而
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
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力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
的空间和复杂化的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
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造草原。 
    关键词：定居游牧；草原景观；蒙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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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中叶开始，汉族农业大举北扩，沿边农牧接触带的一些蒙人逐渐向定居和

半游牧发展，北部纯游牧区也开始受到南部农区或半农区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并
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蒙古草原的完全定居定牧，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实行草畜承包制的产物。蒙古牧民走向定居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其中第
一个阶段从清初到1949年，东蒙地区部分蒙人逐渐接受农业，实行半农半牧，并因
此逐渐走向定居；第三阶段是1984年以后，东蒙地区的游牧生产在国家政策推动下
差不多完全消失。更值得注意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结束，是
从纯游牧转变为定居游牧的阶段，在此期间，草原景观、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基
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拟就相关问题略作探
讨。 

 
一、定居游牧的推广 

 
    1951年，中共内蒙古分局提出逐步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定居游牧的政策，1953
年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定居游牧，政务院做出了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的指
示，称： 

各地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也有一部分是定居和定居游牧区。定居与游牧
各有好处与缺点。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原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
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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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说来极为不利。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
条件下，则可以兼有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
定居游牧，一部分(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老弱小孩)在定居的地方建
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的条件下，逐步将牧
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
到人畜两旺的目的”[1](pp．19～21)。 

 
    当时虽然了解游牧更有利于保护牲畜和草原，但并无清晰的现代生态意识，策
略选择主要是根据生活与生产的矛盾而做出。当时，少数民族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水
平太差，不但与国外发达畜牧业地区相比有差距，就是与国内半农半牧区的汉民相
比，也有很大的差距。另外，游动的牧民不能享受定居生活在教育、卫生、商业和
食品供应等方面的便利。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推广定居成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任
务。不过，定居游牧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和配套措施，如建圈搭棚、打草和盖房
等，故在集体化体制建立前这项政策推广很慢。 
    1950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仍是传统的
纯游牧牧区，而东部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和中西部的伊克昭盟已处于定居游牧状
态。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定居游牧，各地的速度肯定有所不同。靠近农区、半农区的
牧区，定居游牧已经存在，因此这些地区的任务是建立轮牧制度，完善定居游牧；
纯游牧区则集中划定冬、春营地，在冬、春季节实行定居[2](pp.162～163)。定居
游牧不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与基层社会运行相关联的制度，没有基层社会的组
织，这种生产方式难以实行。在许多地区，由于制度未完善，连草场都难以划分。
50年代中后期，游牧区开始形成集体化制度，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度加强，推广
定居游牧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性推广，而是一种政策和制度执行。1956年3月，内蒙古
自治区召开了第3次牧区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安于现状、满足于传统游牧生产方式
的保守思想，要求牧区从水利、饲料基地等人手推行定居，争取在1—2年内使牧区
基本实现定居；在已定居和半定居地区，则要求进一步划分牧场，划区轮牧。1959
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定居游牧推广有了强大的制度动力，进入了全面规划
阶段。呼伦贝尔草原划分了4季牧场，锡林郭勒实行了冬春、夏、秋3季牧场；中西
部荒漠草原区分了冬、夏2季草场。到60年代初，内蒙古的定居牧户已占牧民总户数
的79％，至1965年左右，内蒙古牧区基本上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纯游牧方式[31(pp162
～163)，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 

由于生态与社会环境不同，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一些地方的部分牧户坚持呆在
蒙古包里，不愿意在冬营地长期定居；各地的定居质量，特别是居所建筑水平不
一，导致定居游牧的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后的时期，各地往往致力于完善
定居游牧。如锡林郭勒盟南部的兰旗、白旗和黄旗，在1960年前后，尽管74％的牧
户已经定居，但定居分布不合理，需要进行重新整顿[4]。 

 
二、居住与权力空间 

 
    东蒙游牧程度最高的是呼伦贝尔。推广定居游牧时，有一部分俄罗斯族人早已
定居，他们主要聚居于铁道两旁和额尔古纳旗的三河地区。他们的畜牧方式是近代
欧式集约型经营，夏秋两季在居住点附近放牧，夏天割草、贮草，冬天把干草拉到
家里，饲养牲畜过冬。索伦族和陈巴尔虎旗也有一些定居游牧，冬天在冬营地定
居，春夏秋则携蒙古包游牧，配合夏季打草。占大多数的新巴尔虎蒙古族人仍处于
纯游牧阶段，属于逐水草而居。1952年，一些人在冬营地固定居住，冬营地成立了
由巴嘎或苏木领导下的“过冬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新右旗组织了317个过冬互助
小组，每个小组有3—5户左右，但其中有29户是冬天不游牧的定居户，有5户因牲畜
过少甚至根本不移动[5]。1953年过冬之时，呼盟各旗开始根据情况单独组织一批牧
户定居过冬。第一批是西旗(西新巴尔虎旗)150户牧民分34处定居点过冬；第二批是
东旗(东新巴尔虎旗)444户在10处定居；第三批是东旗的676户，分40处定居点过
冬……一共组织了牧民3051户，定居点93处。在这些定居点上，政府组织饲料供
应，从农区运豆饼并在夏季组织牧民打干草，同时相对有计划地分配草场资源。尽
管女Hstk，冬季所能够饲养的牲畜只占总数的8％[6]。 
    定居游牧者居住土房子，也用蒙古包。阿鲁科尔沁旗的巴拉都塔恰村，1939年
左右全部居住蒙古包，即使这样，仍是定居游牧。其中有2户固定居住，其余轮换冬



夏营地，夏季青壮年到村北60多里的地方移动放牧，老弱和孩子留在村里。当时附
近地区基本上是以定居游牧为主，村庄多由土房子、固定蒙古包和蒙古包组成。冬
营地上的驻营地点基本上不发生变化，营盘很秃，有埋炉烧饭的痕迹。按照习惯，
别人不再轻易在这种地方驻营[7](pp.60～61，p.81)。也有许多地区仍无固定的冬
营盘，克什克腾旗的蒙古族人在1949年以前仍住蒙古包，睡在潮湿的地上，不用固
定冬营盘，直到建国后推广定居游牧才固定了冬营盘。 
    固定营盘上有固定的蒙古包，包里建有火炕，建有火炕的蒙古包不会轻易迁
移。1961年的一份调查称，当地牧民认为睡火炕是1949年以后人口增长的原因：
“火炕采暖效率很好，若晚间烧火后，盖上烟囱口，火炕可以一夜不凉，在蒙古包
内开会或人稍多时，则有过热感觉，得脱去外衣。”火炕防潮湿，有利于人体健
康。在其它三季的游牧中，为了防潮和防湿，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进。以前有人
铺牛皮，但牛皮不能解决防潮问题，以后又在牛皮上再铺上一层苇子防潮。也有人
架设木床或铺木地板，但木材很贵并且不易搬运。岗更大队的蒙古包建有玻璃窗，
使通风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受烟气影响较大，阴天下雨不能开窗时，烟气弥漫于包
内，对人体健康有害。由于烟熏，蒙古包的毡子只能用3—5年，新毡子用50斤羊毛
织成，成本很高[8]。 
    冬营地蒙古包不但设有火炕，附近还有牲畜棚圈，幼畜暖棚，这无疑加强了冬
营地上的生产集约化。克什克腾的冬营盘居所总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选择好之后不
轻易变化。有的选在丘陵低地的砂窝子里，由于好的砂窝子不多，一个冬营盘往往
集中了3—4个固定包。第三大队的冬季居民点位于在被山包围的平坦低地上，地势
开阔。1961年左右新建的一处定居点内只有6户，既有传统游牧时代的蒙古包，又有
定居时代的院子和棚圈，体现了定居游牧初级阶段的特色。每个蒙古包周围用树枝
围成一个院子，院子后面是牲畜棚圈、幼畜暖棚和储草栏；院子前面堆着牛粪，做
冬天的燃料。各户的院子彼此相连，远看像是一家。由于生产和生活已联成一片，
每户的固定空间并不大。夏天沿河岸搭包居住。岗更大队各小队大多沿河布置，比
较自由。有的蒙古包沿河排成一排，也有的分散布局，相隔少者3—4米，大者100米
以上。冬天和其它季节走“敖特尔”所居住的蒙古包仍保持着传统时代小巧玲珑的
特色，便于携带、拆盖，可在牧场中任意选地暂住。有一个时期当地曾推广过土房
子定居，但效果不太，因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惯性，一般蒙古人不喜欢盖房
子。不过，也有部分人盖土房、实现了定居定牧，如达里诺尔人民公社有9个牧业大
队，第3大队第1小队实行了定居，定居点盖了土房子，其它大队的定居游牧则无土
房子，只是部分人员留在冬营地居所，其余的人外出走“敖特尔”即成。第3大队第
1小队之所以实现土房子式的定居定牧，是因为他们是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对土房
子适应。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将37户排在一起，几乎像内地村庄一样户户相连，
妨碍了生产活动。定居点内的房子应有间隔，按当时牧民的意见，30—50米间隔是
合适的。由于偏面地强调了集中，将分散百里的牧民集中到了一起，出场地点离居
民点达100里，便出现了放牧困难。居所之间没有空间，庭院狭小，牲畜进出十分不
便。统一兴建定居点有一点反传统：与传统习惯不同，他们在地形平坦处建定居
点，而平坦之处因无挡风屏障，对牧民来说并不好，蒙古族人传统的居住安包点往
往是背靠坡地[9]。 
    在中部干旱草原地带，定居出现得更早一些，20世纪50年代当地定居游牧又取
得了一定发展。对绥远四子王旗第三努图克两个自然村所进行的调查表明：靠近农
区的一些牧户比较愿意盖房子，这些人长期受农业文化影响，愿意定居，政府也发
放了贷款予以支持。三区第一嘎查第一阿拉坦(村)一所新房子的主人赦老四(蒙古族
人)及其爱人对蒙古包和土房子有对比认识，他们说：“住包夏天闷热，冬天寒冷，
过去蒙民多得腰腿痛，就是因为住包的关系。”“做一个包的毡子需羊毛三百斤到
五百斤，每斤羊毛一万元，就需三百万元，并且三数年就要换毡子，若盖一间土
房，只需百余万元。且一问土房能住十数年，每年抹一次泥就行了，住土房是冬天
暖和夏天凉快”。赦老四一家定居的历史很长，以前在农区也有房子。他们是在没
有政府贷款的情况下卖了农区的住房来牧区盖新房的[10]。但大规模地解决定居问
题，不但需要国家贷款支持，而且需要提供建筑材料，因为许多地区，没有森林，
木材严重匮乏。在人民公社时代，当地完全要依靠国家从外地调拨木材。1960年，
西乌珠穆沁旗的巴彦宝力格公社计划全部定居，“未定居户有727户，建设22个定居
点，共建筑房屋1449间。由于木材运输力不足，木材供应工作赶不上去。”最后，
只能在三个大队准备建253间房子[11]。 



    清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基本上不能到达草原牧民，王公尽管跟随牧民移动，两者
之间的联系也有限，政治组织(机构)为牧民所能提供的服务很少，因为联系的成本
大。与后期相比，游牧时代的蒙古政权可以认为是没有基层社会的部分。“佐领”
只在清初发挥过一些作用，后期的牧民与佐领难有密切联系，因散居游牧，牧民并
不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游牧地带甚至可以有许多个佐领的牧民，直到民国时期仍
是如此。1949年以后，佐领的范围开始固定，旗以下的草原界限很快形成，但因游
牧民没有定居，范围仍不能有效地固定。所以，由于政治的需求，定居游牧在内蒙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定居游牧为国家权力深入基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牧民随
时可以参加各种政治和生产运动。政府也通过定居点为蒙古族牧民提供服务，诸如
邮政服务、商业服务和教育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定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从
根本上改变牧区的面貌，提高牧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定居是一个重要的
步骤”。开会、传达指示、发动群众等一系列政治形式，如果没有定居单靠骑马窜
蒙古包，是很难开展的。人民公社作为当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有定居点依
托。公社定居点“在性质上是全社各项活动的中心据点。这是除了是公社办公所在
地之外，随着生产的发展，将不断地建立一些社营的工业企业，全社性的高一级学
校、商店及文化卫生机构等”。随着定居的发展，生产大队定居点开始发展起来，
大队办公室、小学校、供销部、缝衣店保健站及配种站等建筑物都依附于大队定居
点；生产队的定居点是一般居民定居点，有统一的大棚圈和畜栏，一般在10—20户
左右。基层的浩特和畜群点也有固定的生产设施[9]。 

公社定居点的建筑与内地不同。内地公社点有很好的街道，机关、学校整齐划
一，分布有序，牧区公社却是分散的。达里诺尔人民公社的定居点从1956年开始逐
步形成，有办公房、宿舍、住宅、食堂兼礼堂、卫生院，还有一些小加工厂，诸如
奶粉厂、毡类毛皮类加工厂和其它铁木加工厂。建筑物之间明显有大量草地，布置
分散。这个定居点的东北角有一个牧民定居点，显然是当时刚建成的。从档案的照
片上看到砖瓦房整齐划一，有牧民37户。这样一个牧业定居点作为公社驻地的附
属，是为政治服务的，村里的居民要为政治中心提供一些劳动和商业的服务。作为
回报，这种定居点附近的牧业大队可以更多地享受公社各机构所提供的教育和文化
资源。当公社定居点完善以后，政府在1960年以后将重点放在大队或生产队定居点
建设上。一个大队的人需集中在一起才能推行政治运动。在定居游牧的过程中，大
队部是固定的，或固定于冬营地，或固定于其它营地，都与固定村落在一起。各地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地区愿意以生产大队为核心，将全大队的家庭集中居住，
有的地区则以生产队为核心定居。锡盟的总体原则以“大队为基础，以小队为基
点”，但许多牧户认为“过于集中”[11]。 

 
三、产业与生态空间 

 
    定居点的生态景观空间是多样的。由定居点向外，核心部分是人的居住空间，
其外围空间有不同的产业带。离人居空间最近的庭院畜牧业，其内包括许多畜栏；
再外围是定居点附近的林业和农业空间；再外围是游牧的纯草原空间。每一个定居
点，基本上都以相同的景观复制的。以克什克腾旗的黑山头定居点为例，达里诺尔
人民公社附近一个定居点1961年的环境空间明显可分为人类生活、种植业、饲养畜
牧业和游牧业四大部分。 
    就人的居住环境而言，老年人和小孩子生活安定，“妇女摆脱了常年睡在潮湿
的地下，健康大有改进，生育能力大大提高”。定居游牧下的定居点之生态循环没
有内地那样快，内地农村的土房子废弃后一般马上被拆掉，并当作肥料进入农业生
态循环中。草原上的土房子一般住十几年，废弃后往往仍在那里，现在还可以处处
看到这种在定居游牧时代所废弃的旧房子，如同草原上没有处理的垃圾。作为燃料
的牛粪堆积在院子外，牛粪堆一年内用完。 
    第二个生态空间是种植业，这主要指房子后面的菜园，对那些常年游牧的蒙古
族人而言，种菜是不适合的，一些蒙古族人是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会种菜。种植
业的空间到后期有了很大发展，因为定居可以从事农业，可以种植饲料。 
    最重要的是家庭庭院内的畜牧业空间，它由棚圈组成，用于储草或饲养牲畜。
蒙古族人的畜栏比较简单，但比纯游牧时代要复杂而固定。游牧时期圈羊的“哈
莎”是活动的，定居后的棚圈可以用土垒墙，再加其它设备。当时只作了简单的分
类饲养，有养牛犊的、有挤奶的地方和草堆。一定时期的畜牧业生产完全可以在庭



院内进行，但在完全的游牧业时期，除了简单的畜圈以外，并无畜草储备，庭院畜
牧业不能有效地展开[9]。与土房子不同，棚圈设置可以很快地循环，由于草原上燃
料紧缺，许多牧户在冬营结束后撤走，棚圈很快就会被拆掉，主人不拆也会有人来
拆。 
    一般定居点的外围游牧业空间是纯一的草原，有的定居点外丰富一些，离包不
远处会有蹦蹦房。将蒙古包下部的柳芭抹泥就会成为蹦蹦房，这实际上是一种固定
式蒙古包。这种临时性居住场所并不舒服，但很适用，可以不住人而放些其它物
品，也可以很快被废弃。风雪中的人可以逃到这类无人居住的棚子里躲避。在集体
化时代，由于牧场已经划分，牧民的活动范围相当固定。除了冬营地的固定房屋
外，其它地点不一定用移动性蒙古包，也可以住像蹦蹦房这样的临时居住点。还有
窝棚，类似于内地看瓜人住的棚子。两面坡，屋面直接入地，夏天里面异常闷热，
也有的窝棚墙体用柳笆围成长方形，里外抹泥，房子像一个方盒子。还有一种叫马
架子的土木结构房子，山墙向南，外门开在山墙上，体积很小，也是一种临时性居
住点[8]。这些建筑的临时性较强，一般都用不了几年就会废弃，所以，定居游牧的
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可以不再使用移动蒙古包，只要冬营地土房子外加其它临时
性营地建筑即可。 
    定居是与农业相关联的，定居游牧与农业的伴随程度最高，农业愈发展就愈能
促进定居。乌兰毛都在集体化以前也实行了定居游牧，没有农业或只有很少一点农
业，“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牧业生产来维持生活”。1956年共种地630晌，粮食的自
给程度只有1／3；1958年大跃进，种地1000晌以上，当时的目标是“争取本年度粮
食饲料自给，并卖给国家千石粮”。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农业定居性加强，27处定居
村屯大量地建棚圈，大量地打草。老年牧民不再跟着牲畜到处游动，儿童在定居点
念书，妇女做家务，同时为走套包(外出用蒙古包游牧)的男子供应所需物品。人口
在10年内增长了32.1％[12]。 

林业的生态空间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农业相关联，基本上是在定居游牧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以定居点为中心植树，一开始往往只在土房子周围栽几棵树，如锡
盟牧区的植树造林运动一开始就在居住点附近展开[13]。到后期，锡盟南部农牧交
错区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草原生态景观——林网。林网将村庄周围的农田与草原分割
开来，草原、树林、农田整齐划一，非常好看。1970年代正值农业学大寨，各地要
求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便有这种景观出现。盟良种场的林带间距是成树
高的20—25倍，200—250米。其它地区不等，在有水利的地区，田、渠、路、林四
配套，整齐划一。林带宽往往只有18—24米，树种以杨柳居多，乔灌结合，迎风面
是柳树，背风面是杨树。林网将农田分割成方格，方格田实行有序的草田轮作。林
网不但防止了风蚀对土壤的危害，也使农业产量提高。未建林网前，农田被翻耕后
往往被风揭出犁底层，既不长庄稼也不长草。林网保护了草原，也保护了定居游牧
的生态环境。在浑善达克沙漠地区，牲畜曾长期超载，后期却基本上无灾年，这是
因为大量造林为冬春的牲畜提供了木本饲料。这一地区的树种主要是榆树，牲畜夏
季吃草，秋、冬、春三季可以吃树叶和树枝。灌木丛还可为牲畜抗风保暖，大雪埋
不住[14](p.842)。植树造林也可防止科尔沁草原沙化，林下庇护的牧草生长旺盛，
树林本身又可为盖房和走场木车提供了木材。在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夏
秋营地是走场放牧，冬季定居点在夏秋时节得到了保护，“加上该大队建全了护
林、护场。加强了防火制度，经过几年时间，现在冬春营地以(已)有5万亩幼林，该
大队的棚杆木和木车用材达到了自给”[15]。 

 
四、营地重整 

 
    定居点外围空间以草原为最大。纯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人被动地适应草原生
态。1949年以前，定居之后的牧民使过牧化在村庄和居民点附近发展，草原植被也
遭到了破坏。放牧时牧民对牲畜放而不管，游牧没有规律可循。1952年以后的定居
游牧使牧民逐步走上管理草原之路，形成了有序的四季营地。以前的冬夏营地尽管
有一定范围，但牧民基本上不限范围，随意游走，只要不出旗界就行，一年移动10
次以上是很平常的。定居游牧以后，顶多移动4次，四季营地各1次，并且有了营地
界线。各公社、大队都有各自的利益和计划，营地划分也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营
地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蒙古族的基层社会，像定居点固定了生活与政治一样，划
分草场固定了生产——各营地的打草场得到了固定。在自由放牧时期，“缺乏全面



规划草场，对明确划分旗、社、场界，认真实施的不够，往往产生抢牧”。定居游
牧的确对公社界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基层权力的管辖在地域上进一步明确。人
民公社化以后的确使“牧场的使用就逐步走向计划利用”。但也并非十分严格，像
现今这样各家各户都有了铁丝网，由于雨量和气候的变化，牧民“哪好哪去”的习
惯仍在公社时期有一定的保留。锡盟在1952—1953年就开始提倡定居游牧，到1960
年左右，草原上仍有游牧、半游牧和定居游牧三种形式的游牧[14]。 
    定居与草场划分几乎同时发生，游牧时不能外出游牧很长距离，要以定居点为
中心活动。使用草场的具体单位是大队或生产队。与1949年以前相比，划分后的游
牧区明显变小，以前的游牧界限是旗界，各季的草场在旗内划分，范围相当大。公
社、大队固定草原界限后，四季草场的范围会大大地变小，以大队为单位划分的草
场最小。在锡盟，“人民公社以大队划分了草场，固定了使用范围。规划了定居点
棚圈建设，划定了打草场和四季放牧场。有计划地使草原休闲，植培更新”[16]。
在克旗，“通过合作化后，合理地调剂了四季牧场，以场社为单位，有组织有领
导，有计划地进行了放牧。解决了过去争夺牧场纠纷的现象。合理的划分四季牧
场，从而克服了远征放牧方式。从1956年开始最远未超过250—300华里的走‘敖特
尔’游牧。因此减少了腐蹄症的发生，瘦弱牲畜也少了，并且使牲畜都能抓满膘”
[17]在规划草场时，公社时代还大搞草库仑建设，就是封围草场。由于没有铁丝
网，当时发动群众用土墙或石头封围，为了应付政治上的指标，许多地区封围的规
模很大。石头墙的草库仑远望上去像草原中的小“长城”。还有的为了省木料，用
石堆作桩，石堆与石碓之问拉铁丝网[14]。草原景观是改变了，由于只封不养，对
生产难有什么作用。值得重视的是，草库仑建设也与边界有关，出现了“边界库
仑”，这种库仑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养草，而是利用草库仑建设中所用的柳笆、
石头墙和铁丝网的封闭作用，将本地的草场与外地的草场分别开来。中科院的草原
专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边界库仑与草原使用权有关，值得引起重视。
“在未经划定边界的草场上建草库仑是不合适的。围边界库仑，花劳动力多，分散
基本草场建设力量”[18](P.221)。专家们从草原建设的角度看到这种现象不合理，
但这种存在却是草场划分与权力界线同步发展的产物。 
    草场划分与基层政权界线的确立几乎同步地发生在1950年代，正因为有了基层
的政权空问，才可以划分草原。清代的“佐领”或“苏木”，名为基层组织，实际
上只是一种定时征收赋税和提供兵役的单位，行政上没有空间，人员也很分散。划
分草场以后，不但草场上有了空间，加上固定的公社居民点和大队居民点，基层权
力的伸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昭盟“根据承认场史，照顾现实原则，采取以社
固定，统筹安排，个别调剂的办法，划定了草原界限”。“共同使用一块草场的社
队，组成草场管理委员会”[19]。草原的权力一般归公社统一领导，在许多时候，
公社把权力下放到大队。阿鲁科尔沁旗1965年把草原使用权固定给大队，为了“提
高群众对草场管理、建设的责任心，达到边利用、边保护、边培育，达到提高草原
的产量目的”[20]。实际上是因管理的成本太高之故，必须分下去才能减少冲突。
具体移场行动的执行单位是大队，大队是定居游牧和划分草场的单位。以阿鲁科尔
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为例，这个大队冬场有部分定居的房屋，但大部分
仍用蒙古包放牧，为了保证三季移场放牧，大队建立起走敖尔领导小组，每个生产
小队有3个敖特尔小组。在公社和大队的协调下，“供销、人医、兽医也长期跟着畜
群走敖特尔”[21]。公社体制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进行了调整，草场权益逐步转
移到大队，但公社的指挥和领导权仍很明显。在巴林右旗，1964年的草原工作有几
个重点：一是固定场权；二是继续为基层单位进行划季节营地和实行按季移场放牧
的工作；三是加强营地建设，其中包括打井，建设固定性的营地。实际上就是加强
定居游牧。由于各地的情况不一，一些地方的草原建设仍以公社为中心，特别是大
范围的草原轮休，修渠灌溉、划定打草场，仍需要公社统一计划[22]。 
    在缩小了游牧范围后，季节草场可以有计划地轮牧。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三分场
有计划地轮换四季营地，如表1所示： 
 
 



 
    这种办法有利于草场的恢复。“无计划和不合理的使用牧场，牲畜就会光吃喜
食的牧草，这些草被食后又食，不能休养生息，其它劣质草就会茂盛生长，因而使
好的草场受到破坏”。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轮牧，有的只在冬春营地和夏秋营
地之间进行二季轮牧[14]。有的草场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有的草场，特别是无水草
场，只能作冬营地。克什克腾旗达尔罕公社白音查干生产队，冬营地选在固定沙
丘，春营地选在低平湿地，夏营地在河畔，秋营地在高坡梁地。这个生产队夏场经
常超载，夏场要轮牧，最后实行冬场固定，春、夏、秋营地轮换的方案，春秋场还
要适当地加强供水设备[23]。冬营场在定居游牧时代很重要，也很难。传统时代的
冬营地一般啃雪放牧，在游移不定的状态下放牧。定居游牧以后，冬营地有固定的
营盘点、房子或固定蒙古包以及固定的棚圈。更关键的，要有固定的水井，因为牲
畜游动性减少，会加强对固定水源的依赖。克旗白音查干白音门德生产队的冬营地
点选在沙窝子地带，背风向阳，能够减轻大风雪和严冬气候对人畜的侵袭。在沙窝
子放牧场上，有7个固定的冬营盘。每个营盘上居住3—5家，都有水井。并有固定的
草园子、牛棚、羊圈和幼畜棚圈。营盘与营盘之问，相隔8里左右。全部小畜和部分
大畜的冬场都在沙窝子。除此之外达里湖滨还有两个冬营盘，有水井和圈棚设备，
这两个营盘只放大牲畜[24]。 
    一些地区纯牧者与定居者混合，定居游牧后要统一规划，按定居游牧的方法
办。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1956年才开始规划草原，在此以前放牧无规划。
游牧的人“依靠大自然，随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没有计划，是游而不定”。还
有一些是定而不游的方式。1956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划分三季草原实行定居移场放
牧。在冬春营地，居住得比较分散，山前的背风向阳坡地上是统一驻扎营盘的地
方。1965年，冬春营地上土平房32间，暖棚362个。另外，为了能够在一定时期离开
定居点游牧，几乎每户都有一个蒙古包。一部分人要随时要离开定居点游牧。冬营
地的移动变换较少，蒙古语小学就建在冬春营地。到夏秋营地，1个月左右更换1次
营盘点[21]。 
    定居游牧不但可以把原来纯游牧时代的大放牧范围缩小，也可以将定居不游牧
下的小范围放牧圈扩大。昭乌达盟许多地区是由定居定牧转向定居游牧。原来的范
围较小，到定居游牧时增大。科右前旗的乌兰毛都，1900年左右仍是一个纯游牧
区，1920年左右在放垦的压力下，牧场被侵占。由于农业所侵占的草原都是最好的
草原，游牧民只好退到狭小的小山沟里固定地居住。在生态压力的同时，也受洮
南、齐齐哈尔等地商业人员的影响，开始定居，住土房子。他们用蒙古包或用柳条
窝棚，糊上泥就可以成为固定蒙古包了，然后在固定蒙古包内塔坑。在短短的30年
中，从季节定居过渡到长年定居。由于牲畜减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各地草场也
相对地社区化或私有化，游牧范围很小。1949年，政府在这里“施行了自由放牧政
策”，牧民才有了自己的放牧场。合作化以后定居游牧划分四季草原，有计划地轮
牧。首先要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同时，“各定居点也出现了质量较好的
土、石结构的平房，百分之百的牧民住上了新房，建立了饲料基地，从根本上改变
了原来面貌，实现真正的先进定居游牧生活”[12]。翁牛特旗的乌兰达吉嘎生产队
是一个从定居定牧走向移场放牧的典型。这个生产队“八分沙丘，二分平原。风
多、雨少、水更缺”。公社化以前也没有移场放牧的习惯，因为草场实在太少，只
能定居在少数维持生存的草地点上放牧。由于牲畜的增多，原来的牧场不够用。他
们打井、开发无水草原。1963年，他们在无水沙丘中建起了两季移场的放牧地点l6
处，打井30多眼，筑棚圈60余座，同时建牧工宿舍26间，为定居游牧的移场放牧创
造了条件[25]。另外，从政策上讲，定居游牧时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防止
定居游牧退化成定居定牧。牧场的惯性是在压力下定居定牧，牲畜增长、牧场缺
乏，最终都会导致四季游牧取消而形成定牧。昭乌达盟牧区以前实行定居游牧或纯
游牧，到1960年左右，牧区的定居游牧有三种，分别是4季、3季和2季放牧。其中四
季移场的草场面积占1．1万平方公里，占草原面积的24％。四季牧场地区冬春场上
也有丰富的贮草，能够保住膘。到后期，3季和2季移场开始增多，并形成了草原退
化和定居定牧的倾向[19]。其原因有许多，主要包括：(1)牲畜数量增多，四季移不
开；(2)放牧地形限制，沙窝子只能用作冬场；(3)外来的农业移民已呈点状地分散



在草原，影响牧民的任意游牧；(4)饲料地、打草地和牧民的漫撒子地多起来，需要
安排，而任意游牧会造成这些经营的不善；(5)任意游牧的游牧民往往多在水源附近
选择定居点，草场利用得不到平衡。 

当上述原因发展时，3季或2季移场放牧的牧民会向定居不移场方向发展，致使许
多草原退化。阿鲁科尔沁旗11个公社中有7个公社定居定牧了，“定居后不移场或只
是近距离的挪挪圈”。夏场严重过牧化，冬春草场也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迫
切想完善定居游牧，实行有计划的移场放牧，以维持草原生态。一般是想办法扩大
移牧草场，特别是在无水草场上打井，形成新的夏场。“科右旗幸福之路公社管乃
英格大队，针对移场中存在问题，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是发动两个小队社员座
谈，找夏场，通过大家想和到现场看，结果发现西热阿热放牧场还有很大潜力。改
变了一些人过去认为管乃英格放牧场最紧张、已无场可移的想法。找出夏场后，经
过大家讨论，找出这块放牧场之所以没有利用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水源和营地设备。
抓住这～关键后，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新选的夏场上打了井(过去没有打过
井，就认为没有水源，实际上是能够打出水来)，修建房屋23间，打墙及圈450丈，
结果移出牲畜1600头”[19]。 

 
五、小结 

 
自由游牧的时代，人类对草原的修饰程度最小，草原也没有过牧化，蒙古包和畜

群只是草原上的一种点缀。然而，在定居游牧时代，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定居
点开始，草原景观被全面整理了：固定包、土房子、院子、围栏是定居的中心，外
围有树林、农田和草原，轮牧也使各块草原变得明显地不一样。三中全会以后，草
原进一步细分，每家每户就是一个单位，每户的草原只有周边几百亩或几千亩。为
了形成草库仑，同时防止别人的牲畜进入，都用铁丝网封围草原。l984年以后的草
畜承包，的确调动了养畜的积极性，但草原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为了恢复草原景
观，政府又重新禁牧和限畜。为了稳定草原生态，恢复整体的草原景观，政府在新
的制度下，尝试一下对定居游牧的局部恢复。单从生态适应上讲，集约化时代的定
居游牧，的确相对地稳定了草原生态。现行体制尽管是个人经营，但政权仍控制着
草原和土地的权利，有能力管理草原，重新恢复定居游牧。这样，不但草原景观可
以进一步有序地恢复，草原上也多了一种游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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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bited Pasturage, Pasture Landscape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Eastern Mongolia (1950—1980) 
Wang Jiange

(Center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habited Pasturage among Mongolian in Qing Dynasty was not 
popular therefore did not alter the whole structure of Mongolian society. 
However, during 1950 to 1980,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encouraged 
inhabited pasturage which remarkably changed the foundation of Mongolian 
society. 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s, 
inhabited pasturage relatively secured people and animal, while the 
securing of people and animal in turn provided full condition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tate power. Since Qi' s political power if rather 
weak in the Mongohan Qi system in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lmost no power 
space in the bottom. Yet the Sumu government began to have the power 
space and complicated functions under the inhabited pasturage. Meanwhile, 
the way Mongolians use pasture changed also dramatically from a passive 
nomadism to the active reformation of the pasture.
Key Words: Inhabited Pasturage; Pasture landscape; Mongoli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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